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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争鸣

“权利能力法律赋予说”之反思

郑 晓 剑*

摘 要:权利能力概念彰显了自然人在伦理及法律上的主体性地位,表达了人人生而平等的

自然法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乃法律史上的伟大成就。权利能力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关联密切,没

有权利能力,人将沦为被他人支配的权利客体,而人的自由发展亦无从谈起。因此,确保人人享

有平等的、不可被限制或剥夺的权利能力,是一项源于人性尊严的自然法要求和宪法命令。主张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为实证法所赋予从而可被依法予取予夺的观点,存在混淆权利能力与具体权

利、模糊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等不足,其立论前提并不坚实,在现行法上亦缺乏规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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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利能力有一种异于通说的学术见解未能引起我国民法学者的应有重视。持这种观点

的学者认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不仅具有抽象的平等性,而且具有现实的差异性,并非“一律平

等”。① 这种观点所持的理由是,权利能力乃法律赋予民事主体的一种资格,故而法律可以赋予

不同的主体以不同范围的权利能力,甚至法律基于某种正当理由还可以限制其所赋予的权利能

力。② 那么,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尤其是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是不是法律赋予的呢? 应当说,这个

问题在我国民法上并未得到认真对待和讨论,对于此种主张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可能招致的负面

效应,我国民法学界迄今未有系统性反思和阐述。③ 为此,本文拟对权利能力的概念形成及本质

属性展开初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剖析“权利能力法律赋予说”之不足及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以期澄清相关的理论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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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探讨,本文将此种主张概括为“权利能力法律赋予说”。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旨在围绕具体的学术

观点展开探讨,绝非针对特定的学者个人。另外,这里的“法律”,仅指实证法,不包括自然法。



一、权利能力概念的形成与价值

(一)权利能力概念的形成

在罗马法上,表示具有完全的权利义务主体的术语是“人格”,并不存在权利能力的概念。①

根据德国学者法布里秋斯的考证,“权利能力”这一术语是由德国学者蒂堡在1803年引介到德国

法学理论之中的。② 在1803年出版的《潘德克顿法的体系》一书中,蒂堡在“有关权利和义务的

主体”的章节标题下对权利能力进行了具体探讨。可见,蒂堡开始尝试在权利能力与权利主体之

间建立某种关联。他首先将权利能力划分为“自然的权利能力”与“市民的权利能力”:前者是以

事物的本质作为权利主体地位的依据,后者则是以实证法的规定作为权利主体地位的依据。在

此基础上,蒂堡认为,这两类权利能力各有其不同的品质和要求。简言之,作为自然的权利能力

的主体必须拥有理性和意志,而市民的权利能力则取决于实证法的专断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其可

被全部或部分地加以剥夺。③ 按照蒂堡的观点,权利主体享有“自然的权利能力”的前提是其必

须具有理性和意志,这就将那些欠缺理性和意志的人(如刚出生的婴儿和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

人)排除在能够享有权利能力的主体范围之外。另外,他认为,“市民的权利能力”可被全部或部

分地加以剥夺,这有可能导致奴隶制的“复辟”。显然,这样的主张并不完全符合德国学者康德的

伦理人格主义的哲学思想,而康德的伦理人格主义的哲学思想对当时的德国民法学界具有支配

性影响。④ 康德指出:“不能把你自己仅仅成为供别人使用的手段,对他们来说,你自己同样是一

个目的。”⑤将一部分人排除在权利能力的主体范围之外或者剥夺一个人的权利能力,无异于将

这些人视为供别人使用的手段而非目的,这并不合理。因此,其他学者在承接蒂堡所作论述的基

础上也对其部分主张作出了较大修正。例如,德国学者普赫塔认为,意志能力与权利能力无关,

而与广义行为能力有关。⑥ 这样,诸如婴儿、疯子等欠缺意志能力的人也可享有权利能力。

在前述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德国学者萨维尼对权利能力的本质及涵义作出了权威阐释。在

《当代罗马法体系》第2卷中,萨维尼指出:“所有的权利,皆因伦理性地内在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

存在。因此,人格人或者权利主体的原初概念必须与生物人的概念相契合,并且,这两个概念的

原初的同一性以下述公式表达出来:每个人,也仅有个人,才享有权利能力”。⑦ 这就是私法史上

著名的关于权利能力的“原初同一性公式”。据此,权利能力的普遍化在理论上得到了合理证成,

长期横亘在人格人与生物人之间的身份性鸿沟开始逐渐弥合。关于权利能力概念的涵义,萨维

尼是将其作为法律关系的构成实质予以说明的,他指出:“作为法律关系的首要组成部分,(对这

·06·

法 商 研 究 2024年第1期(总第219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周枏:《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16页。

Vgl.Fabricius,RelativitätderRechtsfähigkeit,VerlagC.H.Beck1963,S.37.
Vgl.AntonFriedrichJustusThibaut,SystemdesPandekten-Recht,ErsterBand,JohannMichaelMauke

1803,S.140-143.
参见[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下),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49页。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8页。

Vgl.GeorgFriedrichPuchta,LehrbuchfürInstitutionen-Vorlesung,München1829,S.24.
FriedrichCarlvonSavigny,SystemdesheutigenRömischenRechts,ZweiterBand,Veit& Comp1840,

S.2.



个概念)需要仔细研究的是,人们在相互的人际关系中能够建立起法律关系的实质。在此,还可

回答如下问题:谁能够成为一个法律关系的载体或主体? 这个问题涉及拥有权利的可能性,或者

说是权利能力,而没有涉及获取权利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广义行为能力”。① 萨维尼围绕权利能

力所作的上述界定,澄清了权利能力的涵义,厘清了权利能力与广义行为能力之间的区别,对后

世的德国民法学和德国民法典产生了支配性影响。
(二)权利能力概念的价值

19世纪上半叶,在历史法学派的倡导及力行下,一种新的法学研究范式在德国产生了,这就

是潘德克顿法学。潘德克顿法学主张以法律关系为依据,对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法概念及规则进

行体系化编排、整理,在此过程中权利能力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言之,在法律关系中,参加

者的行为被立法者予以强制评价,此种评价的结果具体表现为法律关系参加者所承受的权利和

义务,而“民法在确认权利义务亦即‘生产’法律关系时,便合乎逻辑地必须确认权利义务承受人

(法律关系的参加者)的资格,即权利能力或曰主体资格。在此意义上,权利能力担负着完成法律

关系形式结构的任务”。② 不仅如此,权利能力概念的提出还具有反封建的重大历史意义。作为

潘德克顿法学的体系化立法成果,《德国民法典》第1条明确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之完

成”。这条规定清晰地表明权利能力属于人的本质,其既不能被承担者加以处分,也不能被任何

人加以撤销。③ 据此,权利能力的取得只与出生这一事实有关,而与个体的智力、体力、年龄、出
身或宗教信仰等因素均无关联,不能在出生之外对权利能力的取得附加任何先决条件,否则将与

基本法上的人性尊严受宪法保护的规定和意旨相抵触。④ 这样,随着出生的完成,每个人均享有

平等且有尊严的主体资格,人在私法上的平等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权利能力制度不仅担负着完成法律关系形式结构的任务,使民法典的体系化构建成为可能,

还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为人类的平等和进步奠定了私法上的坚实基础,在人类思想史和法制史

上具有重大意义。日本学者星野英一指出:“18世纪以前的欧洲社会,可以说是一个身份制社

会,人的私法地位是依其性别、其所属的身份、职业团体、宗教的共同体等不同而有差异的

……”⑤到了17~18世纪,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和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倡导以人为本、主张人

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法思想和人文主义精神开始深入人心。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成为一个人,

并尊敬他人为人”⑥的哲学命题也开始转化为宪法和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

在法国,1804年《拿破仑法典》第8条明确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⑦ 在德国,

潘德克顿法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创造出了“权利能力”这样一个旨在表征人在私法上的主体资格

的实定法概念,并认为每个人随着出生的完成而当然享有权利能力。随着权利能力的普遍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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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都取得了平等的主体资格,旧的身份等级制度随之化为陈迹。“权利能力概念的出现,是法

律发展史上一项重大的成就,使个人得以从阶级身份的限制中获得解放,由此技术性的规定体现

其伦理价值而与人格权相联结,即无人不具有权利能力而为人格者。”①可以说,每个人均因出生

而享有平等的权利能力,已是现代民法上的一项“铁则”。②

(三)权利能力与人格的概念取舍

既然在罗马法上就已经使用“人格”这一术语来表达人在私法上的主体地位,那么德国法又

为何舍弃这种既有表达而另行采用“权利能力”这个全新的法律概念呢? 笔者认为,形成这种情

况大体上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1)就内因而言,“人格”概念在其产生之初就具有鲜明的身份

性色彩,将其确定为一个指称人人皆有且无涉身份的主体资格的法律术语,并不十分妥适。在罗

马法上,一个人只有同时具有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3种权利,才具有完整的人格,而这3种权

利均取决于个体的身份及其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③ 不仅如此,罗马法上的人格还

具有可变性,即在一定条件下因某种身份的丧失而出现程度不同的人格减等。④ 由此可见,具有

身份性和可变性的人格制度与近代以来即已深入人心的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格格不

入。另外,人格概念的多义性也决定了其难以在民法典中准确地表达民事主体资格的科学意

涵。⑤ “民法的人格概念如同一个‘民族走廊’,被许多观念‘定居’过,由此造成它在不同的时代

甚至相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⑥潘德克顿法学以逻辑性和体系性著称于世,主要体现在其对

概念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极端重视。潘德克顿法学者通过形式逻辑的方法建构了

概念的金字塔,处在金字塔顶端的是最普遍的概念,其他所有概念均可涵摄于其下。⑦ 在这样的

学术环境下,“人格”概念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特点自然难以为德国学者所“青睐”。⑧ (2)就外因

而言,无论是罗马法还是法国法,享有人格的主体均是自然人而不包括团体。⑨ 在此情形下,若
在立法上继续沿用“人格”之概念,则势必无法对法人的主体资格作出恰当之规定。罗马法之所

以没有规定团体人格,是因为当时的罗马社会尚处于简单的商品经济阶段,赋予团体人格的必要

性并不十分强烈。法国民法之所以没有规定法人制度,主要是因为立法者担心封建势力利用法

人团体复辟并通过法人干预国家政治。􀃊􀁉􀁒 但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经获

得了高度发展,法人已经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承
认法人享有私法上的主体资格已经势不可挡。由于自罗马法以来的人格理论都是以自然人为原

型,因而其不可避免地蕴含了一定的身份属性和伦理属性,这就决定了要对作为组织体的法人的

私法主体资格作出恰当之规定,就必须避开传统的人格概念,重新确定一个“仅仅在私法上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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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自然人那样能够取得财产权利并承担财产性义务的主体性资格”的法律概念。① 正是基于

这样的目的及法政策考量,德国学者提出了“权利能力”这一法律术语,以期能够将不同的主体整

合进同一的教义范畴之中。② 也就是说,“德国民法在创制团体人格的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开了

‘人格’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中所包含的伦理属性,以‘权利能力’这一仅具‘私法上的主体资

格’之含义的概念替换了‘人格’的表达……从技术上解决了自然人和法人在同一民事主体制度

框架下的共存”。③

作为一个较为纯粹的法律术语,“权利能力”概念不仅可以适用于自然人,也可适用于法人。
这样,既可将自然人和法人共同置于民法典的人法框架之下,④也可借此摆脱人格概念的身份性

和多义性,从而使民法典更富于逻辑性和体系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权利能力纯粹是实证法上

的一项技术性规定,从而可依法予以限制或剥夺呢? 这是否意味着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能力存

在范围上的差异呢? 这些问题涉及如何理解权利能力的本质属性。

二、权利能力的本质属性

(一)权利能力兼具技术属性和伦理属性

在“权利能力”概念产生之前,人们就已经使用“人格”这一语词来指称人在法律上的主体地

位。由于具有不同身份的人所拥有的人格是不同的,故而“人格”一词所表达的绝非人在法律上

的平等地位,恰恰相反,它是人们在现实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的法律映照,这也是罗马法中的人

法的构建基础。因为,“所谓的人法,就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之法,其基础是基于人的身份不同予

以不同的对待”。⑤ 不过,这种以身份确定人格的做法与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平等、自由、博爱”

的基本价值并不相符。此外,“人格”一词无法对法人的主体资格作出恰当描述,而且“人格”一词

的多义性也决定了其无法作为一个精确的法律概念在立法上加以使用。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

下,以平等为标志的权利能力就被人们创设了出来。⑥

由于立法者创设“权利能力”这一术语旨在为自然人和法人确立共同的主体资格,故而其不

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技术属性和工具属性。那么,是否如某些学者所言,权利能力就是一个无色

的技术性概念,并不具有平等的伦理内涵呢?⑦ 事实上,主张“权利能力法律赋予说”的学者之所

以对权利能力的通说持质疑和批判态度,恰恰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权利能力具有鲜明的技术属

性。但是,权利能力仅具有技术属性吗? 回答应是否定的。虽然“权利能力”概念的提出及确立

意在祛除“人格”一词所固有的身份性和多义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其并非一个纯粹的技术性概

念,其同时还蕴含了一定的伦理属性。对于自然人来说,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权利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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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只与出生这一事实相挂钩的时候,意味着不论人的年龄、出身或宗教信仰等有多么不同,其
均因出生而当然享有权利能力,可据此取得或保有法律上的任何利益,从而有助于确保人格平

等、维护人性尊严,由此也为人的自由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权利能力作为“民法上的人”的基础

或者条件,实质上是对“生而为人、生而平等”的伦理思想的实定法诠释。① 由此可见,“权利能

力”并非一个无色的技术性概念,而是一个承载了厚重的伦理及文化信息的概念。② 正因为权利

能力不止具有技术性、工具性、实证性的一面,其还具有伦理性、价值性、自然性的一面,所以若只

看到一个侧面就遽然得出结论,未免失之武断。权利能力的技术性、工具性、实证性,说明权利能

力由实证法所确立;权利能力的伦理性、价值性、自然性,说明权利能力具有自然法的根基。权利

能力当然需要在实证法中得到体现,不能只停留在观念或口号层面。不过,实证法只能确认而不

能赋予自然人以权利能力,此乃人性尊严的内在要求,亦即权利能力先于实证法而存在。③ 若认

为权利能力由实证法所赋予,进而主张权利能力可被依法限制或剥夺,则将打破近代以来已经形

成的伦理共识,从而引发理论及实践层面的种种问题。
近代以来,经过启蒙思想家的合理证成,人的主体性和伦理主体资格已是一种先于立法而存

在的伦理共识,“普遍地、一般性地赋予所有生物人以权利能力和法律主体资格,只不过是对这种

伦理共识的一种反映和确认”。④ 之所以需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自19世纪以来,以历史法学、
社会学法学和分析实证法学等为代表的法学流派开始竞相登上历史舞台,自然法由此受到一定

的冲击,实证法开始由“幕后”走到“台前”。在这样的环境及背景下,人们往往更为看重具体的实

证法规则而轻视规则背后的自然法基础,权利能力即面临这样的境遇。星野英一指出,随着权利

能力的普遍化,自然法的思想转化为民法典中的具体规定,所有的人均可依据民法上的相关规定

而获得权利能力,人们往往只看到权利能力的实证性的一面,至于其自然法上的基础却逐渐被人

们忘却了。⑤ “自然人的权利能力虽然可以说源于实证法,其基础却是自然法。”⑥也就是说,实证

法只能依据自然法的要求来规范和确认自然人的权利能力,而不能对其进行限制或剥夺。
(二)权利能力的规范以自然法为基础

主张权利能力乃法律所赋予,从而可依法予取予夺的论断,本质上是法律实证主义的体现和

产物,而“所有被定性为实证主义的理论都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认为完全不必去寻求法

律的合理性;法律之所以具有权威,就是因为它是法律”。⑦ 毋庸置疑,实证主义具有科学和进步

的一面,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法律的形式和实质,不过,如果在法律上将实证主义推到极致,则
很有可能招致某种破坏性的后果。诚然,传统的自然法研究方法和论证思路确实存在一定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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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其常常是以“非历史的简单程式和任意的假设”为特点,①因而在各种实证主义法学流派的影

响和冲击下,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和论证进路难免受到人们的质疑。不过,如果就此认为自然法因

缺乏科学性而只能屈从于实证法,则是莫大的误解。事实上,自然法始终是评判实证法有无正当

性与合理性的思想准据和法理基础,“今天的实在法同样是经受自然法理论的洗礼之后而逐渐陶

冶而成的,离开了自然法原理的说明,现行的实在法就难以证成其正当性与合理性”。② 不仅如

此,如果离开自然法的质疑和批判,则实证法极有可能蜕化为压制自由、践踏人性的恶法。在私

法领域,自然法的这种批判功能更是大放异彩。德国学者维亚克尔指出:“在私法的领域里,理性

法被用来对抗实证法中的一些现实因素,只要它们被认定,其与普遍的法律理性不符合。只要传

统的法律机构动摇了超实证的标准,理性法就同样被委以批判的任务。”③就自然人的权利能力

而言,我们不能只看到其外在的实证性的一面,更要看到其背后的伦理性和自然性的一面。忘却

权利能力的自然法基础,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判断绝非危言耸听。

德国学者拉伦茨指出,权利能力制度根基于人性尊严和法治国思想。④ 承认每个人都享有

权利能力,承认每个人都享有独立、平等的主体资格,承认每个人的权利能力不能被任何人以任

何理由加以限制或剥夺,既是源于人性尊严的自然法要求,也是源于人性尊严的宪法命令。⑤ 人

性尊严蕴含了人只能是权利主体而不是权利客体的内在要求,如果人是权利的客体,那么他只能

作为奴隶。⑥ 近代民法普遍规定,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之完成,这就涤除了曾经笼罩在主体资

格取得上面的种种限制性条件,使每个人都能获得独立、平等的主体地位,都能获得作为人类社

会的一员所应有的自由和尊严。权利能力彰显了人在伦理及法律上的主体性地位,表达了人人

生而平等的自然法思想。权利能力对于人的存在和发展至关重要,其与人的一生相始终而不可

有须臾之分离:除了死亡之外,人的权利能力不会丧失,其既不会作为一种惩罚的后果而丧失,也
不会随着进入寺院而丧失,更不会通过放弃而丧失。⑦ 即便自然人受到刑事处罚、丧失了民事行

为能力或者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也不会导致其权利能力的减损或消灭。⑧ 由此便引申出了权利

能力的固有性、平等性、不可放弃性及不可剥夺性等特征。
“权利能力的规范反映了人类的特征,而后者是法律制度的基础,其中包含必要的道德和伦

理的评价。”⑨作为一种彰显人之为人且人人生而平等的抽象主体资格,权利能力不止具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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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具性的一面,还具有伦理性、价值性的一面。对自然人来说,权利能力的内在伦理属性更可

谓其本质属性,这背后的法哲学基础就是强调人人平等及注重人性尊严的自然法思想。

三、“权利能力法律赋予说”之论据辨析

(一)“权利能力法律赋予说”之论据

赞成“权利能力法律赋予说”的学者认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并非一律平等,在某些特殊情形

下,每个自然人所享有的权利能力范围并不平等。具体而言,这些特殊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

种:①(1)对外国人及无国籍人的权利能力的限制。(2)未成年人从事劳动的权利能力受到限制。
(3)结婚的权利能力受到限制。(4)不同民族之间的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存在差异。(5)党政机关

工作人员的商事权利能力受到限制。
(二)对上述论据之辨析

笔者以为,在上述情形中,法律确实规定了自然人只有符合一定条件方可有效地实施诸如缔

结婚姻、从事劳动等特定类型的行为。不过,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具有差异性

的结论。

1.权利能力与具体权利的根本区别

萨维尼将权利能力界定为拥有权利的可能性。因此,人人都有权利能力,意味着每个人原则

上都有可能获得和拥有任何类型的民法上的权利。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拥有权利能力的人

即使其并不符合特定的(取得权利的)事实构成条件,也能成为每种权利的实际拥有者。③ 作为

一种抽象的主体资格,权利能力是自然人参与法律交往并享有相应的权利和履行相应的义务的

法律前提,而具体权利的取得有赖于个体的素质和相关的法律规定。立法者可能基于某种政策

考量针对特定权利的取得规定一定的前提条件,而只有符合相应的条件,人们才有可能获得这种

具体的权利。也就是说,特定权利的获得只与权利的前提条件有关,而与权利能力无关。④

作为主体参与法律关系的前提,权利能力的效力主要体现在权利和义务能够被归属于特定

的主体,⑤但是其并不与具体的权利、义务发生关联。⑥ 因此,我们不能把具体权利在实际取得上

的限制条件,理解为法律对于主体的权利能力作出了限制,更不能把每个人所实际享有的具体权

利范围的差异,理解为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能力有差异。⑦ 权利能力表征着人的主体性地位,法
学家创设这样一个概念,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法律关系的抽象逻辑建构和民法典的体系化构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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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祛除长期以来在主体资格确定上存在的种种身份性的限制,使每一个人都能分享作为一

个人而应有的平等和尊严,这就为个人的自由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可见,“权利能力”这一概念自提出伊始,就是为了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宣示人人皆有平等

的主体资格,而不是着眼于具体的权利种类并意图创设出内容不同、范围不一的权利能力类型。
否则,既有违“权利能力”概念的创设初衷,也是对权利能力制度抽象性的根本否定。① 权利能力

因实证法的规定而得以普遍化,每个人均因出生而享有平等的权利能力,这只是意味着每个人在

取得权利的机会上处于平等的地位,并非意味着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范围、所取得的具体权利亦

为平等。说到底,权利能力只是一种法律资格,享有这一资格并不等于实际取得民事权利;权利

主体能否在实际上享有民事权利,除了必须具备权利能力,还必须实施法律行为或其他的法律事

实。② 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能力,但是由于每个人的能力和素质各不相

同,人们参与法律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也是人各有异,因而每个人实际享有的权利范围和实际获得

的具体权利不可能完全相同。
就此而言,相关法律对外国人从事营业活动的限制、对未成年人从事劳动的限制、对结婚的

限制、对党政人员经商的限制,只是立法者基于特定的政策考量和价值判断,对相关主体实施特

定行为所应具有之资格或者取得特定权利应具备之条件所作的规定,而不能据此认为每个人所

实际享有的权利能力的范围有大有小。事实上,如果进一步联系到权利能力的本质属性及其制

度功能,那么所谓的“权利能力的范围”“权利能力的差异性”之类的表述,在民法理论上就根本无

从成立。这是因为,“权利能力,只是或有或无,绝无或多或少,不可能存在部分和全部之别”。③

进而言之,相关论者所使用的结婚能力、遗嘱能力、经商能力、从事特定职业的资格或能力等

表述,“都不是权利能力意义上的能力,而是一种经由实施特定行为所需的法律资格条件的设置

反射出来的权利或权能,一种可通过自由权、资格权等概念表达出来的实施特定行为的自由、资
格和能力”。④ 至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如佩戴刀具),则只是一种单纯的社会惯行或文化符号,
并不涉及具体权利的取得以及社会交往的开展,更是与权利能力毫无关系。因此,以上述理由论

证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具有差异性,混淆了权利能力与具体权利之间的本质区别,有违权利能力的

本质属性和创设初衷,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2.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本质不同

赞成“权利能力法律赋予说”的学者罗列诸多论据,试图证成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并不平等,不
仅混淆了权利能力与具体权利之间的区别,也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之间的

界分。⑤ 在大陆法系国家传统民法理论中,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有着显著区别:前者是指作为权

利和义务之载体的能力,⑥后者则是指能有效地发出或受领意思表示,从而能够有效地参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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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的能力;①前者是指拥有权利的能力,后者则是指行使权利的能力;②前者是可以成为民事法

律关系主体,进而可以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法律资格,后者是民事主体可以独立实施

法律行为,进而取得具体权利的法律资格。③ 正是因为权利能力的目的旨在确认人的主体性地

位,所以其只存在要么有要么无两种情形,而不会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能。④ 如果存在介于两者

之间的可能,就会产生自相矛盾的结果,进而否认人的主体性地位。与之不同,行为能力在本质

上是立法者以年龄和精神健康状况为标准,对自然人的意思能力所作的抽象固定和类型化切

分,⑤因而在具体的类型构造上,行为能力制度也显得较为弹性和多元,以期能够尽量贴近社会

生活现实,满足法律交易的实践需求。
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虽然存在着上述区别,但是两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却有着较为密切的

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权利能力是私法主体参与法律交往并保有相关权利或利益的基础

和前提,而人们若要有效地参与法律交往并实际取得具体权利,则需要具备行为能力。不过,为
了表征人在伦理及法律上的主体性地位,权利能力不能如同行为能力那样,可以作原子化处理或

者进行具体化理解。在立法上,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既不能被类型化构造,也不能被限制或剥夺。
如果一个人没有行为能力,那么他可以通过代理人进行代理;如果一个人没有权利能力,则意味

着他只是作为权利的客体,⑥从而沦为被他人支配、任由他人宰割的悲惨处境。
就此而言,法律对于结婚、未成年人从事劳动等所作之限制,只是立法者“基于某种价值判断

或者国家政策对自然人行为的限制而非对其‘权利能力’的限制”。⑦ 确切地说,这是立法者针对

自然人的行为能力所作之限制,即行为人只有具备了此种能力,才能有效地实施相关的法律行

为。否则,相关行为不仅不能产生行为人预期的法律效果,反而还会导致法律的否定性评价。这

一方面是因为权利能力不存在被限制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在于“权利能力不过为吾人得享有权利

或得负义务之地位而已,至于现实的对于特定权利之取得或义务之负担,乃属另一问题,此即权

利主体之‘行为能力’问题是也”。⑧

3.“权利能力法律赋予说”的立论前提颇值商榷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部分学者为了证成“权利能力法律赋予说”,其思维逻辑和论证过程可以

说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基本前提和判断之上的:一是认为人格有别于权利能力,即人格作为主体资

格具有抽象性和平等性,而权利能力作为主体可以享受的权利范围则具有具体性和差异性;⑨二

是认为权利能力可分为一般权利能力与特别(特殊)权利能力两种类型———前者是所有自然人均

享有的权利能力,后者则与自然人的年龄有着密切关系,其并非始于出生,亦非人人都有,如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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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能力、劳动的权利能力等。① 不过,上述立论前提在民法学上并非处于通说地位,其是否

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可否支撑起相关的论点,似有可商榷之余地。就上述第一个立论前提而言,

虽然相关论者敏锐地观察到人格与权利能力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区别,如“人格”概念具有多义

性和身份性,而且其产生的历史要更为久远;但若在理论上将这种区分予以绝对化甚至将这种区

分确立为相关立论的逻辑前提,则未必合理,也未必有说服力。现代以来,人格与权利能力之间

的上述区分已相对弱化,比较民法学上的主流观点认为两者乃同义词。② 在理论上对两者予以

严格区分,既无意义,亦无必要。③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的民事立法上,立法者已经明确舍弃了

“人格”之表达,采纳了更为科学的“权利能力”概念。有鉴于此,相关论者以人格与权利能力之间

的区别作为立论依据,无论是在民法学理层面抑或是在民事立法层面,均不具有坚实的说服力。

就上述第二个立论前提而言,虽然相关论者通过对“权利能力”概念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造,将权利

能力肢解为“一般权利能力”和“特别权利能力”两种,以期证成特别权利能力并非人人都有且可

被限制或剥夺。但是这种做法“表面看来周到精致,然恰巧不能反映权利能力最重要的本质即权

利能力对于人的法律地位之集中表现”。④ 权利能力乃人的主体地位的私法表达,人人皆有权利

能力,这是一项源于人性尊严的自然法要求。立法者确认每个人随着出生都享有不可被剥夺的

权利能力,其目的旨在维护人性的尊严和平等,由此达致所有人在法律上的平等。⑤ 因此,“唯有

维持其(指权利能力)抽象性,才能有平等性,一旦作具体化理解,不管将权利能力分为一般权利

能力与特殊权利能力、创设部分权利能力还是作原子化处理,都难有平等可言”。⑥

此外,“权利能力法律赋予说”及其论据还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之间的

关系。权利能力所追求的平等是一种形式平等而非实质平等。唯有如此,方可确保民事主体能

够处于同样的法律地位或者能够享有均等的机会。⑦ 尽管现代民法在追求形式平等的同时,愈
发关注当事人在实质结果上的平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民法已经抛弃了形式平等。否则,民
法的私法属性便会发生软化乃至松动,最终异化为披着私法外衣的社会法。持“权利能力法律赋

予说”者之所以主张每个人的权利能力并不平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现实生活

中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范围并不相同。不过,这种观点并没有正确理解权利能力的含义及其本

质属性,既混淆了权利能力与具体权利之间的区别,也曲解了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之间的关系。
“权利能力法律赋予说”及其相关论据存在权利能力与具体权利的区别混淆、权利能力与行

为能力的区分模糊、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关系曲解等不足,而且这一观点的立论前提存在可商

榷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3条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第

14条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表明我国立法者并没有认可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具有

差异性的学术主张。一言以蔽之,“权利能力法律赋予说”不仅在民法理论上缺乏坚实基础,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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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法上亦缺乏规范依据。

四、余 论

蒂堡将权利能力分为自然的权利能力和市民的权利能力两种,并认为市民的权利能力取决

于实证法的专断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其可被全部或部分地加以剥夺。① 可见,“权利能力法律赋

予说”与蒂堡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学术思想上的深厚渊源。不过,蒂堡的观点后来在德国越来越没

有市场,认为权利能力攸关人性尊严因而不可被剥夺的观点逐渐成为德国民法学界的主流学说。
德国学者伯姆克和乌尔里茨指出,(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深知,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并不是由立法

者赋予的,而是基于人性尊严的理由预先确定的。② 在《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说明书中,起草

者也明确指出:“不论现实中的人的个体性和其意志,承认其权利能力是理性和伦理的一个戒

律”。③ 我们需要进一步揭示权利能力的内在伦理属性,重申权利能力的自然法基础,反对“权利

能力由实证法所赋予从而可被依法予取予夺”的论调。就此而言,我国民法典坚守“自然人的民

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这一基本原则,不仅有助于维护人性尊严,而且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奠定了私法上的牢固基础。

Abstract:Capacityforrightdemonstratesthesubjectivestatusofhumanbeingsinethicsand
law,andexpressestheideathatpeoplearecreatedequalinnaturallaw.Therefore,theproposal
ofthisconceptisagreatachievementinthehistoryoflaw.Thereisacloserelationshipbetween
capacityforrightandsurvivalanddevelopmentofhuman.Withoutsuchability,thepersonwill
becometheobjectofrightwhichisdominatedbyothers,andthefreedevelopmentofhumanbe-
ingscannotbediscussed.Therefore,itisanaturallawrequirementandconstitutionalorderto
recognizethateveryonehascapacityforrighttobeunrestrictedordeprived.Somescholarsargue
thatcapacityforrightisconferredbypositivelaw,soitcanbelimitedordeprived.Butthisview
confusestherelationshipbetweencapacityforrightandspecificright,andblursthedistinction
betweencapacityforrightandcapacityforcivilconduct.Inaddition,thebasisofthisviewisnot
solid,andlackofnormative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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